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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经济、低碳发展与新型城镇化
耦合协调时空演变分析

曹琳剑，徐若琳，朱媛媛，马金蕊，唐泽坤

天津城建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天津 300384 

摘要 面对资源短缺和日益增长的碳排放量，为探究改变传统发展模式，优化全社会绿色转型，促进绿色低

碳循环发展路径，本研究基于 2010—2021 年中国 30个省级面板数据，构建指标体系，运用熵权 TOPSIS（tech‐
nique for order preference by similarity to an ideal solution）模型、耦合协调度模型和空间自相关模型，分析数字经

济、低碳发展与新型城镇化三系统耦合协调度及其时空演变特征。结果显示：2010—2021年间，三系统综合发

展水平均有显著提升，从地区上呈现“东高西低”的空间分布特征；三系统耦合协调度呈波动上升趋势，总体经历

了“勉强协调→基本协调”阶段，整体水平不高；三系统在空间上表现为正向空间自相关性，相关性逐渐增强，空

间分布向聚集状态演变；高-高集聚类型主要分布在东南沿海及中部地区且呈现出显著的扩散态势，协调发展水

平“东南高西北低”。根据实证分析结果，针对数字经济、低碳发展与新型城镇化耦合协调提出建议，为加强区域

联动，补齐短板，促进绿色低碳循环发展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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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科学推进城镇化发展，2012 年中央经济工作

会议提出“走集约、智能、绿色、低碳的新型城镇化道

路”。《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21—2035年）》《“十四

五”新型城镇化实施方案》的提出使城镇化发展呈现

新格局。近年来，我国低碳政策不断完善，党的二十

大报告要求把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绿色化、低碳化作

为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关键环节。目前我国能源消费

总量占全球的26.4%，其中煤炭仍是能源消耗的最大

贡献者，占能源消费总量的 56%［1］。大量能源消耗

阻碍了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的

经济体系成为必然选择。与此同时，数字经济带来

的绿色创新技术能够助推经济集聚、提升智慧化水

平、促进产业转型，对于走低碳发展道路、推动新型

城镇化发展具有极大促进作用。

目前已有诸多学者针对数字经济、低碳发展和

新型城镇化建设开展研究。其中有关数字经济的研

究主要从数字科技赋能［2］、时空效应［3］和创新驱动机

制［4］等方面展开；低碳发展方面多围绕发展水平测

度［5］、时空演化特征［6］、核心驱动因素［7］和发展路

径［8］等展开；新型城镇化方面则围绕内涵解读［9］、发

展水平［10］和主要影响因素［11］等展开，并探究我国新

型城镇化转型的重点路径等。部分学者针对数字经

济、低碳发展和新型城镇化两两之间的关系开展研

究。如在数字经济与低碳发展的关系研究中，有学

者提出数字经济通过发展数字技术提升能源利用效

率，促进产业转型升级，带动相邻地区低碳转型

等［12］。在新型城镇化与低碳发展的关系研究中，有

学者认为二者的耦合协调度呈持续增长态势，在地

区间存在空间溢出效应［13］。也有学者认为二者耦合

协调度呈倒“U”型发展趋势，二者耦合协调发展水平

先后经历拮抗—磨合—协调阶段［14］。此外，部分学

者提出经济发展、空间结构、技术水平、产业结构是

影响新型城镇化与低碳发展关系的主要影响因

素［15］。数字经济与新型城镇化的关系研究中，多集

中于数字经济对新型城镇化的影响。有研究表明，

数字经济对新型城镇化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从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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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空间、社会和生态等方面促进新型城镇化的发

展［16］。有学者得出二者存在良好的耦合协调关系，

且区域差异明显，各地区耦合协调水平呈现“东高西

低”的特征［17］。综合已有研究，围绕数字经济、低碳

发展、新型城镇化的相关研究成果较为丰富，为深入

研究奠定了良好基础。但现有研究中，大多将数字

经济、低碳发展和新型城镇化视为单个系统展开分

析，或仅探究两两之间的关系；且研究中多采用单一

性指标描述系统发展水平。同时将三者纳入一个系

统进行考量的研究尚不多见。考虑全面性原则，本

研究将三者视为一个系统的 3个子系统，力图厘清数

字经济、低碳发展和新型城镇化之间的耦合作用机

制；揭示三者耦合协调发展的时空演变特征，探究三

者协调发展的纾解之径；以期为推动经济社会发展

全面绿色低碳转型、走绿色低碳循环发展道路、建设

美丽中国提供一定参考。

本研究选取我国 30 个省级行政区（不包括西藏

自治区、港澳台地区）作为研究对象，将数字经济-低

碳发展-新型城镇化三者纳入同一框架，形成完整的

耦合机制，开展系统性研究，同时，从水平和差距双

重视角出发，重点研究数字经济-低碳发展-新型城镇

化系统发展水平、耦合协调程度及其时空演化特征，

以期为实现各地区推进三者协调发展政策制定提供

依据和决策参考。

1　材料与方法

1.1　三维系统耦合机制

数字经济、低碳发展与新型城镇化三者之间相

辅相成、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系统间联系紧密复杂，

但逻辑关系清晰（图1）。

从数字经济与低碳发展的关系来看，一方面，

“双碳”战略目标等相关低碳政策能够畅通数字经济

的发展［18］；另一方面，数字经济带动产业结构升级，

运用低碳技术能加快可再生能源和清洁能源的开

发，大大减少碳排放量，促进能源结构绿色低碳

转型［19］。

从数字经济与新型城镇化的关系来看，数字经

济能显著促进城镇人口、经济、社会、空间和生态的

动态匹配。5G、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的应用，促

进全社会资源共享，有效缓解资源不对称的问题。

运用大数据引领智能消费，有助于推动消费结构与

消费能力升级。同时，新型城镇化为数字经济提供

资本，输送高素质人才，促进高新技术的发展［20］。

从低碳发展和新型城镇化的关系来看，一方面，

低碳化发展模式改变了高投入、高消耗、高排放的工

业化城镇发展模式，扭转了生产阶段资源能源消耗

大幅上升态势，对新型城镇化发展起到支持作用［21］；

另一方面，新型城镇化快速发展，基础设施建设不断

完善、空间布局逐渐合理、公共服务能力不断增强，

显著提升人民生活水平，增强居民低碳环保意识，为

低碳发展提供了良好物质基础和发展平台［22］。

由初步分析可知，数字经济、低碳发展与新型城

镇化协调发展能够对绿色低碳循环发展产生正向影

响。一方面，数字经济、低碳发展与新型城镇化耦合

协调发展以绿色低碳循环发展为目标，平衡生态环

境保护与经济社会发展的关系，协同推进绿色低碳

图1 数字经济、低碳发展与新型城镇化的耦合作用机制

Fig.1 The coupling mechanism of digital economy， low-carbon development and new urbaniz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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循环发展。另一方面，数字经济、低碳发展与新型城

镇化的耦合协调创造了多方效益。其中，经济效益

的实现为绿色科技创新和产业结构升级提供基础和

保障，促进清洁能源和可再生能源的开发利用，实现

循环发展［23］；社会效益的实现完善基础设施建设，形

成绿色空间格局，提升居民生活质量［24］；环境效益的

实现有效激发全社会绿色发展的观念和意识，有利

于推行绿色生产生活方式，减少资源消耗［25］。同

时，健全的绿色低碳循环发展体系是经济发展和生

态环境双重维度上质量和效益不断改善的根本保

障，高质量发展的需求将倒逼经济社会全面转型升

级，推动三系统耦合协调实现效益最大化。数字经

济、低碳发展与新型城镇化的耦合作用机制如图 1
所示。

1.2　指标体系构建

根据上述对数字经济、低碳发展与新型城镇化

耦合机制阐释，本研究依据《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

（2014—2020年）》新型城镇化的评价框架［26］、全国低

碳经济媒体联盟专家委员会发布的《中国低碳城市

评价体系》［27］，在结合相关文献［28］基础上，依据可操

作性、真实性、层次性等原则，构建数字经济-低碳发

展-新型城镇化系统耦合协调发展评价指标体系，计

算各指标权重，如表1所示。

1.3　模型构建

采用熵权 TOPSIS（technique for order prefer‐
ence by similarity to an ideal solution）模型计算数字

经济、低碳发展与新型城镇化三系统评价指数；通过

耦合协调模型［29］，计算各省份 2010—2021年三系统

间的耦合协调度。构建空间计量模型［30］，分析各省

份耦合协调度是否具有空间相关性，并识别存在空

间集聚效应的省份。

1）熵权 TOPSIS 模型。熵权 TOPSIS 模型具有

较好的精度和稳定性，能够消除主观性对结果的影

响［31］。本研究采用熵权TOPSIS模型计算各系统指

标权重及系统评价指数。为消除数据间量纲差异，

采用阈值法，对数据进行线性处理。

正向指标标准化：

Yi，j =
Xi，j - Min( Xi，j )

Max( Xi，j )- Min( Xi，j )
（1）

负向指标标准化：

Yi，j =
Max( Xi，j )- Xi，j

Max( Xi，j )- Min( Xi，j )
（2）

其 中 ，Xi，j 表 示 观 测 值 ；Yi，j 为 标 准 化 值 ；

Max( Xi，j )为 i项指标的最大值；Min( Xi，j )为 i项指标

的最小值。

计算各指标熵值Hj：

Hj =-k ∑
j = 1

n

pi，j ln pi，j （3）

式（3）中 ，k 为 调 节 系 数 ，k = 1 ln n，且

k > 0；pi，j = Yi，j ∑
j = 1

n

Yi，j。

计算各指标权重wi：

wi =
1 - Hj

∑
j = 1

n

1 - Hj
（4）

构建加权决策矩阵{Yi，j}m × n
：

{Yi，j}
m × n

={yi，j × wi}
m × n

（5）

计算最优解 s+
j 和最劣解 s-

j ：

s+
j ={Max(Yi，j ) | i = 1，2，⋯，m } （6）

s-
j ={Min(Yi，j ) | i = 1，2，⋯，m } （7）

计算最优解和最劣解的欧式距离d+
j 和d-

j ：

d+
j = ∑

i = 1

m

( )s+
j - Yi，j

2
（8）

d-
j = ∑

i = 1

m

( )s-
j - Yi，j

2
（9）

计算各系统的评价指数Uj：

Uj =
d-

j

d+
j + d-

j
（10）

2）耦合协调度模型。计算子系统的耦合协

调度：

D = C × T （11）

C = 3 ×
é

ë

ê
êê
ê
ê
ê U1 × U2 × U3

( )U1 + U2 + U3
3

ù

û

ú
úú
ú
ú
ú

1
3

（12）

T = αU1 + βU2 + γU3 （13）
其中，D 为耦合协调度；C 为耦合度；U1、U2、U3

分别为数字经济、低碳发展和新型城镇化系统评价

指数；T为三系统综合评价指数；α、β、γ为各系统权重

系数。考虑三系统同等重要，参考已有文献［32］，取

α=β=γ=1/3；对耦合协调度划分阶段和等级［33］，如

表2所示。

3）空间自相关模型。运用时空耦合方法考察空

间格局、关联、变迁等，较好反映地理空间分布上的

演变过程。全局空间自相关模型采用全局 Moran’I
指数［34］判断各省份三系统耦合协调度是否存在空间

自相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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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
∑
i = 1

n

∑
j = 1

n

ωi，j( )xi - x̄ ( )xj - x̄

S2∑
i = 1

n

∑
j = 1

n

ωi，j

（12）

其中，i ≠ j；n 为省区数量；xi 为省区 i 的耦合协

调度；S2为方差；ωi，j 为空间权重矩阵。Moran’I指数

的范围为［−1，1］，当Moran’I指数绝对值增大时，系

统的耦合协调度的空间自相关性增强。

全局Moran’I指数无法得出空间聚集特征，考虑

利用局部空间自相关模型测量各省份与临近区域数

字经济、低碳发展与新型城镇化耦合协调度的相关

程度，以说明其集聚或离散的空间分布特征。局部

Moran’I指数计算公式为：

I = xi - x̄
S2 ∑[ ]ωi，j( )xi - x̄ （13）

若局部Moran’I指数存在明显的空间自相关，可

通过Moran’I散点图和LISA集聚图将空间关系分为

4类，从而说明研究区域与相邻省域的关系。分布在

表 1　数字经济-低碳发展-新型城镇化系统耦合协调发展评价指标体系

Table 1　Digital economy，low-carbon development，new urbanization system coupling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evaluation index system

子系统层

Subsystem

数字经济

Digital 
economy

低碳发展

Low-carbon 
development

新型城镇化

New
 urbanization

维度

Dimensionality

基础设施发展水平

产业发展水平

创新发展水平

低碳发展水平

低碳发展进展

低碳发展管理

人口城镇化

经济城镇化

空间城镇化

社会城镇化

生态城镇化

指标

Index
移动电话普及率

互联网宽带接入用户

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从业人员数

电信业务总额/GDP
专利授权数

技术市场成交额

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研究与试验发展（R&D）人员全时当量

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研究与试验发展（R&D）经费

二氧化碳总排放量

人均二氧化碳排放量

碳生产率

第三产业占GDP比重

单位GDP能耗

每万人拥有公交车辆

建成区绿地率

节能环保支出

城镇人口比重

城镇单位就业人员数

城市人口密度

人均地区生产总值

人均财政收入

人均财政支出

城市建设用地面积

人均城市道路面积

年末实有道路长度

年末实有道路面积

教育经费

每千人中职业（助理）医师

人均拥有公共图书馆藏量

医疗机构床位数

人均公园绿地面积

建成区绿化覆盖率

城镇环境基础设施建设投资

建成区排水管道密度

单位

Units
部/百人

万户

万人

%
件

万元

人年

万元

万 t
t/人

亿元/t CO2

%
t 标准煤/万元

标台

%
亿元

%
万人

人/km2

元

亿元

亿元

km2

m2

km
万m2

万元

人

册

万张

m2

%
亿元

km/km2

属性

Attribute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权重

Weight
0.023
0.074
0.127
0.108
0.165
0.221
0.146
0.137

0.017
0.018
0.318
0.140
0.070
0.142
0.048
0.247

0.033
0.080
0.038
0.051
0.085
0.054
0.064
0.026
0.091
0.084
0.068
0.030
0.063
0.065
0.030
0.013
0.083
0.0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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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象限（高-高型）及第三象限（低-低型）表示研究

区域与相邻省域的耦合协调度都较高或较低；第二

象限（低-高型）及第四象限（高-低型）表示研究区域

与相邻省域的耦合协调度呈现高低不同的空间异质

特征［35］。

1.4　数据来源

本研究数据均来源于 2010—2021 年历年《中国

统计年鉴》《中国能源统计年鉴》《中国科技统计年

鉴》及各省（市）统计年鉴、统计公报和 EPS 数据平

台、国泰安（CSMAR）数据库。个别缺失数据，采用

插值法填充，并对 GDP 数据进行了平减处理（以

2009年为基期）。

2　结果与分析

2.1　综合评价指数分析

利用熵权 TOPSIS模型计算三系统的综合评价

指数，并进行分地区对比，如图 2 所示。2010—2021
年，三系统指数大致保持“新型城镇化>低碳发展>
数字经济”发展关系，各地区低碳发展和新型城镇化

指数均持续增长，而数字经济均低于其余二者且呈

现波动增长趋势。2010—2019 年，低碳发展指数增

加明显，超过新型城镇化指数；2020—2021 年，数字

经济和低碳发展指数呈下降趋势。2020—2021年新

冠疫情对经济运行造成了巨大的冲击，这也是数字

经济和低碳发展水平出现短期动荡的原因之一。分

地区看，东部地区三系统指数均高于全国各省均值；

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三系统指数均低于各省均值，

指数发展趋势大致相同。

我国数字经济在 2012年之前尚处于基础建设阶

段，发展水平整体较低，且中部和西部地区发展资源

劣于东部地区，数字经济在此时段发展极不稳定，这

也可能是数字经济评价指数向下波动的原因之一。

2019 年《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长江三角洲

区域一体化发展规划纲要》等出台实施，国家重大区

域战略进一步完善，区域协调发展向纵深推进，数字

经济、低碳发展与新型城镇化水平增速明显。2020
年“双碳”目标的提出，极大促进了绿色低碳发展的

进程。

2.2　三维系统耦合协调度时空演化分析

采用耦合协调度模型测算 2010—2021年数字经

济、低碳发展与新型城镇化三系统的耦合协调度，如

图 3 所示。由图 3 可知，全国耦合协调水平整体不

高，2010—2021 年间，均值从 0.36 提升至 0.48，呈波

动上升趋势。2020年，耦合协调度最高为 0.52，耦合

协调等级由“轻度失调”至“濒临失调”。分地区看，

耦合协调水平均呈波动增长趋势，且东部>中部>
西部。其中，东部地区耦合协调度从 0.42 增长至

0.58，协调程度最高，耦合协调等级由“濒临失调”至

“勉强协调”；中部地区从 0.34 增长至 0.47，增幅最

大，耦合协调等级由“轻度失调”至“濒临失调”；西部

地区波动程度最大，从 0.33增长至 0.40，耦合协调等

级为“轻度失调”。

2010—2021 年，各省份三系统耦合协调度数据

及发展阶段如表 3所示。从表 3可以看出，超过半数

的省份自 2016年耦合协调度进入勉强协调阶段，三

系统耦合协调呈向好趋势，但 2021 年各省份耦合协

调度有所下降。

究其原因，2012 年以前，我国数字经济、低碳发

展和新型城镇化均处于初期发展状态，传统城镇化

片面追求经济增长速度，发展不充分、不平衡；同时，

数字基础设施的迅猛发展和城市空间不断扩张，引

起了环境污染、资源浪费等生态问题。2012年，党的

表2　耦合协调度发展阶段和类型

Table 2　Development stage and type of coupling coordination degree

协调阶段 Coordination phase

失调衰退

Dysfunctional recession

濒临失调

Borderline dysregulation

勉强协调

Forced coordination

基本协调

Basic coordination

高度协调

Highly coordination

耦合协调度 Coupling coordination degree
0＜D≤0.1

0.1＜D≤0.2
0.2＜D≤0.3
0.3＜D≤0.4
0.4＜D≤0.5
0.5＜D≤0.6
0.6＜D≤0.7
0.7＜D≤0.8
0.8＜D≤0.9
0.9＜D≤1

耦合协调等级 Coupling coordination level
极度失调 Extreme dysregulation
严重失调 Severe dysregulation

中度失调 Moderate dysregulation
轻度失调 Mild dysregulation

濒临失调 Borderline dysregulation
勉强协调 Forced coordination
初级协调 Primary coordination

中级协调 Intermediate coordination
良好协调 Good coordination
高度协调 Highly coordin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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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八大赋予数字经济、低碳发展和新型城镇化新的

发展内涵，2015 年，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创新、

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注重解决发展不

平衡问题，传统发展模式不断转型升级，推动了数字

经济、低碳发展与新型城镇化水平的提高，耦合协调

度也因此到达新阶段。2020 年之后，新冠疫情对数

字经济、低碳发展与新型城镇化三系统的发展均有

不同程度影响，从而导致三系统耦合协调度降低，疫

情之后经济运行面临着巨大的机遇和挑战。

根据数字经济发展的 3个阶段和 2010—2021年

间关于低碳发展和新型城镇化的各项政策举措提出

的时间点，将整个研究期划分为 T1（2010—2011
年）、T2（2012—2015 年）、T3（2016—2019 年）和 T4
（2020—2021 年）4 个时期，探索数字经济、低碳发展

与新型城镇化耦合协调度时空演变特征，如图 4
所示。

由图 4可知，2010—2011 年，超过半数的省级行

政区三维系统耦合协调度处于勉强协调阶段，且集

中在东部沿海和中部地区，西北和西南等地耦合协

调等级低，处于濒临失调阶段。2012—2015年，大多

数省份耦合协调度阶段未变，但整体耦合协调等级

上升。东部地区北京、江苏和广东上升为初级协调

水平，广西上升为轻度失调水平；中部地区吉林、内

蒙古上升为轻度失调水平。2016—2019 年，大多地

区耦合协调度处于勉强协调和基本协调阶段，濒临

失调阶段的省（自治区）仅有海南、吉林、内蒙古、新

东部地区为京、津、冀、辽、鲁、苏、浙、沪、闽、粤、桂、琼；中部地区为黑、吉、晋、皖、赣、豫、鄂、湘、蒙；西部地区为新、青、渝、云、贵、川、陕、

甘、宁。The eastern region is Beijing，Tianjin，Hebei，Liaoning，Shandong，Jiangsu，Zhejiang，Shanghai，Fujian，Guangdong，Guangxi and Hain‐
an.The central region includes Heilongjiang，Jilin，Shanxi，Anhui，Jiangxi，Henan，Hubei，Hunan and Inner Mongolia.The western region is Xin‐
jiang，Qinghai，Chongqing，Yunnan，Guizhou，Sichuan，Shaanxi，Gansu，Ningxia.

图2 2010—2021年数字经济、低碳发展与新型城镇化综合评价指数

Fig.2 Digital economy， low-carbon development and new urbanization comprehensive evaluation index，2010—2021

图3 2010—2021年数字经济、低碳发展与

新型城镇化耦合协调度

Fig.3 Degree of coupling coordination between digital 
economy， low-carbon development and new 

urbanization，2010—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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疆、青海和宁夏。东部地区大多省份可达到中级协

调水平；中部地区初级协调水平省份增加；西部地区

四川上升至初级协调水平。2020—2021年，全国东、

中部地区耦合协调度步入基本协调阶段。其中，东

部地区海南上升至濒临失调水平；中部地区吉林、内

蒙古上升至濒临失调水平；西部地区新疆、青海和宁

夏上升至濒临失调水平。

由此可见，各省级行政区数字经济、低碳发展与

新型城镇化耦合协调度整体水平不断上升，表明各

地均在不断提升发展质量，力图促进三者协调发展。

耦合协调水平东部沿海最高，中部次之，西部最低，

表明东部地区在三系统发展方面具备良好基础，存

在先发优势。而中部和西部地区发展基础薄弱，资

源不足，发展路径有待进一步优化。

2.3　三维系统耦合协调度空间相关性分析

1）全局 Moran’I 指数分析。计算全局 Moran’I
指数，结果如表4所示。结果显示，2010—2021年间，

全局 Moran’I 指数均大于 0，且 P 值均小于 0.1，通过

显著性检验。各省份数字经济、低碳发展与新型城

镇化三维系统耦合协调度存在正向空间自相关性，

全局 Moran’I指数逐年上升，空间相关性逐渐增强，

空间分布向聚集状态演变。

2）局部 Moran’I指数分析。为进一步分析各省

集聚位置与程度，依据研究时期划分，采用GeoDa软

表 3　2010—2021年各省级行政区三系统耦合协调度及发展阶段

Table 3　The coupling coordination degree and development stage of three systems in each province，2010—2021
省份 Province

北京 Beijing
天津 Tianjin
河北 Hebei
山西 Shanxi
内蒙古

Inner Mongolia
辽宁 Liaoning
吉林 Jilin
黑龙江 Heilongjiang
上海 Shanghai
江苏 Jiangsu
浙江Zhejiang 
安徽 Anhui
福建 Fujian
江西 Jiangxi
山东 Shandong
河南 Henan
湖北 Hubei
湖南 Hunan
广东 Guangdong
广西 Guangxi
海南 Hainan
重庆 Chongqing
四川 Sichuan
贵州 Guizhou
云南 Yunnan
陕西 Shaanxi
甘肃 Gansu
青海 Qinghai
宁夏 Ningxia
新疆 Xinjiang

2010
0.49
0.35
0.35
0.30

0.29

0.35
0.31
0.34
0.43
0.49
0.43
0.34
0.36
0.34
0.44
0.35
0.35
0.34
0.56
0.32
0.35
0.32
0.36
0.32
0.34
0.35
0.31
0.32
0.31
0.34

2011
0.52
0.36
0.34
0.28

0.28

0.35
0.29
0.32
0.43
0.52
0.45
0.33
0.35
0.30
0.46
0.35
0.35
0.34
0.56
0.28
0.29
0.30
0.35
0.27
0.29
0.34
0.27
0.27
0.26
0.29

2012
0.54
0.38
0.36
0.30

0.30

0.37
0.30
0.33
0.44
0.55
0.47
0.35
0.37
0.32
0.49
0.38
0.37
0.36
0.57
0.30
0.30
0.32
0.37
0.28
0.30
0.35
0.28
0.28
0.27
0.30

2013
0.57
0.40
0.38
0.31

0.31

0.38
0.31
0.34
0.46
0.58
0.49
0.37
0.38
0.33
0.52
0.40
0.40
0.37
0.60
0.31
0.31
0.34
0.40
0.29
0.31
0.37
0.29
0.27
0.28
0.31

2014
0.59
0.41
0.39
0.32

0.32

0.39
0.32
0.35
0.48
0.59
0.51
0.39
0.40
0.34
0.52
0.41
0.42
0.39
0.60
0.32
0.31
0.35
0.41
0.30
0.33
0.39
0.30
0.28
0.30
0.32

2015
0.61
0.42
0.42
0.34

0.33

0.39
0.33
0.36
0.49
0.62
0.54
0.40
0.41
0.36
0.55
0.44
0.44
0.41
0.63
0.33
0.32
0.37
0.44
0.32
0.35
0.39
0.32
0.29
0.31
0.32

2016
0.64
0.43
0.43
0.34

0.34

0.40
0.33
0.36
0.50
0.63
0.55
0.42
0.43
0.37
0.56
0.45
0.45
0.42
0.64
0.34
0.31
0.38
0.45
0.31
0.35
0.40
0.31
0.28
0.30
0.31

2017
0.66
0.42
0.46
0.35

0.35

0.41
0.35
0.38
0.52
0.64
0.57
0.44
0.45
0.39
0.58
0.48
0.46
0.44
0.68
0.36
0.35
0.40
0.48
0.35
0.38
0.42
0.35
0.32
0.34
0.33

2018
0.67
0.43
0.49
0.39

0.38

0.43
0.38
0.40
0.54
0.66
0.59
0.47
0.47
0.43
0.59
0.52
0.49
0.47
0.73
0.41
0.39
0.43
0.52
0.41
0.43
0.44
0.40
0.38
0.38
0.37

2019
0.68
0.46
0.52
0.43

0.41

0.45
0.42
0.44
0.56
0.68
0.62
0.51
0.49
0.46
0.60
0.54
0.52
0.50
0.77
0.45
0.42
0.45
0.55
0.45
0.46
0.48
0.44
0.42
0.41
0.42

2020
0.68
0.47
0.55
0.45

0.42

0.46
0.43
0.45
0.57
0.70
0.64
0.51
0.50
0.48
0.63
0.55
0.53
0.53
0.78
0.48
0.44
0.47
0.57
0.47
0.48
0.49
0.46
0.45
0.43
0.44

2021
0.69
0.46
0.51
0.39

0.37

0.45
0.36
0.39
0.60
0.72
0.65
0.53
0.50
0.47
0.64
0.54
0.54
0.53
0.79
0.44
0.36
0.45
0.56
0.39
0.41
0.48
0.36
0.35
0.35
0.36

注：耦合协调类型Coupling coordination type. ：濒临失调Borderline dysregulation； ：勉强协调Forced coordination； ：

基本协调 Basic coordin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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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和ArcGIS软件绘制各时期数字经济、低碳发展与

新型城镇化三系统耦合协调度的局部 Moran’I散点

图和LISA集聚图，如图 5所示。由图 5可知，三系统

耦合协调度高-高型集聚地区以东部为主，低-低型集

聚地区主要位于西部地区。高-高型集聚地区分布

由东南沿海逐步向中东部地区扩增。各省级行政区

三维系统耦合协调度存在一定的相关性，空间集聚

性与空间异质性并存，省域间空间集聚效应增强。

2010—2011年，三系统中仅有 9个省份空间自相关显

著，高-高集聚区为山东、江苏、上海和浙江。2012—
2015年，高-高型集聚区域扩大，增加了河北和河南。

2016—2019 年高 -高型集聚区域增加了福建省。

图4 2010—2021年数字经济、低碳发展与新型城镇化耦合协调度LISA集聚图

Fig.4 LISA  of the coupling coordination
 degree of digital economy， low-carbon development and new urbanization，2010—2021

表 4　全局Moran’s I指数

Table 4　Global Moran’s I index

变量 Variate

Moran’s I

z-score

P-value

2010

0.192

1.876

0.061

2011

0.285

2.550

0.011

2012

0.310

2.742

0.006

2013

0.304

2.690

0.007

2014

0.315

2.769

0.006

2015

0.327

2.866

0.004

2016

0.349

3.026

0.002

2017

0.327

2.864

0.004

2018

0.293

2.605

0.009

2019

0.267

2.422

0.015

2020

0.322

2.832

0.005

2021

0.387

3.472

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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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2021年，高-高型集聚区域由东部沿海逐渐南

移，并向中部地区扩大，围绕低-高型集聚特征的江

西省分布，为江浙沪等8省份。

高-高型集聚区域主要分布在东部地区，后集中

于长江经济带。究其原因，长江经济带是我国经济

发展的龙头地区，发展模式已由要素驱动转为创新

驱动，先进的科技水平、良好的生态环境和高素质人

才的聚集形成了良好联动机制，促进了数字经济、低

碳发展与新型城镇化的高质量发展。2019 年底，新

冠疫情出现，大批电商企业迅速发展，网购、直播购

物等方式的兴起极大推动了互联网发展，这也是三

系统耦合协调度高-高集聚区域不断扩大的原因之

一。而河北等地近年来区域间联系还不够紧密，良

好的互动机制尚未形成，且重工业、高能耗的经济发

展方式导致能源消耗和碳排放量持续增长，致使三

系统耦合协调度聚集性减弱。

2010—2021年间，低-低型集聚范围仅占 6.7%~
10%，范围小且为西部地区的新疆、青海和甘肃等

地。这些省份经济发展较缓慢，资源基础薄弱，生态

环境脆弱，数字经济、低碳发展与新型城镇化耦合协

调水平低。

总体来看，我国数字经济、低碳发展和新型城镇

化耦合协调发展水平呈现东南高西北低的态势，区

域联动尚需进一步加强，绿色低碳循环发展仍需持

图5 2010—2021年数字经济、低碳发展与新型城镇化耦合协调度空间集聚特征

Fig.5 Spatial agglomeration characteristics of the 
coupling coordination degree of digital economy，low-carbon development and new urbanization，2010—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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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推进。研究发现，大多数省份不存在集聚效应。

可能的原因在于影响三系统耦合协调的经济社会因

素是复杂的，三维系统耦合协调度低，对周边省份的

影响小，因此不存在聚集效应。

3　讨 论

基于 2010—2021年 30个省级行政区面板数据，

通过分析数字经济、低碳发展与新型城镇化三系统

耦合作用机理构建评价指标体系，运用熵权TOPSIS
模型、耦合协调度模型和空间自相关模型，本研究分

析了我国数字经济、低碳发展与新型城镇化耦合协

调度及其时空演变特征。主要结论包括：2010—
2021年，数字经济、低碳发展与新型城镇化综合发展

水平均有显著提升，呈现“新型城镇化>低碳发展>
数字经济”发展关系。从地区来看，数字经济、低碳

发展和新型城镇化发展水平呈现“东高西低”的空间

分布特征；数字经济、低碳发展与新型城镇化耦合协

调度整体不高，呈波动上升趋势，耦合协调度总体经

历了“勉强协调→基本协调”阶段，耦合协调度呈现

出东部>中部>西部的特征，空间分布不均衡。三

系统耦合协调度在空间上表现为正向空间自相关

性，且相关性逐渐增强，空间分布向聚集状态演变。

高-高集聚区域主要分布在东部和中部地区，低-低
集聚区域分布在西部地区，系统协调发展水平呈现

“东南高西北低”的态势，高-高集聚类型分布范围表

现出显著的扩散态势。数字经济、低碳发展与新型

城镇化总体发展水平不高，系统耦合勉强协调，在

今后发展中还需补齐落后地区短板，加强区域

联动。

基于以上分析，考虑区域差异提出以下建议：在

数字经济发展方面，中部、西部地区应吸收和学习东

部地区的发展经验，持续加大数字基础设施投入，大

力发展绿色创新技术。政府仍需给予西北、西南地

区一定政策倾斜，不断加大资金和资源的投入，缩小

地区间发展差距。考虑出台系列优惠政策，促进高

素质人才向相对落后地区流动，提高数字创新科技

研发能力。同时，各地应注意提高产业资源配置和

生产效率，降低成本与能源消耗，推进传统产业向绿

色智能化方向转型，减少数字经济给绿色低碳循环

发展带来的压力。

在低碳发展方面，应在调整能源结构的同时推

动生态平衡发展。地区间的生态环境和资源结构不

同，要因地制宜规划发展路线。政府层面应制定合

理科学的能源消费目标，增加节能环保投入，在经济

增长的同时注重资源节约和环境保护，提升资源利

用效率，实现可持续发展。利用新技术、新方法对高

耗能产业进行节能降碳改造，鼓励发展高科技低排

放产业。在生活层面，应持续提升居民低碳环保和

资源节约的意识，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发展。

在新型城镇化发展方面，由实证结果可知，全国

整体新型城镇化发展水平并不理想，区域发展不平

衡，城乡要素流动不平衡、不充分等问题仍然存在。

应继续优化城市空间布局，促进城乡融合发展，助力

乡村振兴，不断推进传统城镇化向新型城镇化转型

升级。新型城镇化发展要结合当地传统特色，保护

和赓续城市文化血脉。东部地区城镇化发展速度较

快，应重视老旧城区改造，提升公共服务水平，同时，

借助互联网技术促进生产生活节能降碳，改善生态

环境，提高城镇化质量。

随着新冠疫情防控平稳转段，我国经济持续回

升向好。在此背景下，更要把握机遇，发挥各地区优

势，加强区域联动，带动相对落后地区共同进步。东

部地区应继续稳中求进，注重城乡融合发展，将新型

城镇化步伐走稳走好，做好全国建设发展的“领头

羊”。中部地区应基于自身发展基础，坚持“绿水青

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统筹保护与开发，实现资源

的合理利用和可持续发展。西部地区应加大人才引

进和基础设施建设投入，激发发展动能，让数字经

济、低碳发展与新型城镇化协调发展再上新台阶。

各地资源共享，齐头并进，缩小差距，最终实现绿色

低碳循环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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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upling and coordination spatiotemporal evolution of digital 
economy， development with low-carbon， and new urbanization

CAO Linjian,XU Ruolin,ZHU Yuanyuan,MA Jinrui,TANG Zekun

College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Tianjin Chengjian University， Tianjin 300384， China

Abstract Changing the traditional model of development was studied to optimize the green transfor‐
mation of the whole society and the path of promoting the development with green， low-carbon and recycle 
in the face of resource scarcity and increasing emissions of carbon. An indexes system was constructed 
based on the panel data of 30 provinces in China from 2010 to 2021. The entropy weighted technique for or‐
der preference by similarity to an ideal solution （TOPSIS） model， coupling and coordination degree model 
and spatial autocorrelation model， the coupling and coordination degree of digital economy were used to an‐
alyze the coupling and coordination degree and spatiotemporal evolution of the three systems including digi‐
tal economy， development with low-carbon， and new urbanization.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compre‐
hensive development level of the three systems was significantly improved from 2010 to 2021， showing a 
spatial distribution characteristic of “high in the east and low in the west” from a regional perspective. The 
coupling and coordination degree of the three systems had a fluctuating upward trend， and the overall level 
went from barely coordination to basic coordination， with a low overall level. The three systems exhibited 
positive spatial autocorrelation in space， with the correlation gradually increasing and the spatial distribution 
evolving towards the state of aggregation. The high-high agglomeration type was mainly distributed in the 
southeastern coastal and central areas and had a significant diffusion trend， with a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level of “high in the southeast and low in the northwest”. Suggestions are proposed for the coupling and co‐
ordination of digital economy， development with low-carbon， and new urbanization based on results of em‐
pirical analyses. It will provide reference for strengthening regional action in chain， filling the weak spots， 
and promoting the development with green， low-carbon， and recycle.

Keywords digital economy； development with low-carbon； green and low-carbon cycle； new urban‐
ization； coupling and coordination； spatiotemporal evolu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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